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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studies on creativity concentrate on its positive sides, and explore various ways to improve creativity. 

However, when we view creativity as an outcome or product, and evaluate creativity in terms of its appropriateness, we can not 

ignore the moral aspect. From the evil genius in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loopholes or playing tricks in the 

eastern culture, we can find many dark sides of creativity. The intension of research on the dark sides of creativity is not 

suppressing creativity, but helping us to understand creativity more completely, and preventing harm to individuals or society 

arising from innovative activit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domains 

of the dark sides of creativity. Finally, the author discuss sever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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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大多数关于创造力的研究探索创造力的正面价值，并从各个角度探讨促进创造力的方法。然而，当我们将创造

力看作产品并衡量成果的社会价值，就无法忽视创造力的道德维度。从西方世界的魔鬼天才，到东方文化中的钻空子

和耍小聪明，现实中关于创造力负效应的例子比比皆是，值得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研究资源。对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并

不是为了抑制创造力，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创造力，并防范创造性的活动对个体或社会造成的伤害。本文回

顾了创造力负效应的概念、心理机制、研究领域，并探讨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创造力,负效应,心理机制,不道德行为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个体创造力的发挥产生了不朽

的艺术作品、突破性的的科技发明、深刻的理论见解。由

于创造力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大多数学者都将创

造力视为一种积极的、值得鼓励的品质。然而，受到个体

差异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创造力的结果既可能是积极的，

也可能是消极的[1]。首先，有创造才能的个体可能将创

造力应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如钻空子、说谎、犯罪 

[2][3][4]。艺术家可能为了艺术而艺术，而不考虑艺术

作品的道德影响；科学家可能为了取得突破性的创新而忽

视研究活动是否符合普适的社会价值。其次，创造力的实

施不是没有代价的。实施创造性想法带来的变革和不确定

性可能产生人际关系的冲突[5][6]。如果组织文化过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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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对规范的服从、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对权威的尊重，高

创造力的个体容易感到不被他人理解和接纳，而承受了比

普通人更高的心理压力。再次，即使一些发明最初的动机

是好的，但也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后果[7]。核武器、生物

病毒、计算机病毒等最初发明的目的都是为了造福社会，

但却在后来的应用中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最近一篇关

于创造力的理论回顾中，Anderson等人提出学者们应当将

创造力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纳入统一的模型，并整合创造力

的前因、过程、后果[8]。创造力的负效应是非常有趣的

课题，但当前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研究主题较为零散，

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通过查阅近二十年的文献，

本文回顾了创造力负效应的概念、机制和研究现状，探讨

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2222....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领域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领域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领域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领域    

创造力（creativity）来源于拉丁语creatus,意思是

“创造和生产”[9]。对创造力的定义多种多样，目前大

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创造力定义为产生新颖和实用的产品

或过程。早期对创造力的研究认为只有少数有特殊能力的

个体才具有创造力的，更多侧重研究高创造力个体的认知

和人格特征。从20世纪中期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创造力产

生的社会环境因素，认为创造力并不是少数精英才具有的，

个体创造力可能受制于社会环境而没有得到发挥。大多数

研究关注创造力的积极方面，而关于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

相对滞后。Runco认为如果我们将创造力看成是一种工具，

对工具好坏的判断是价值中性的。但由于创造力在大多数

研究中被构念为一种结果，我们无法将创造力与社会价值

相隔离，因此创造力作为结果时的确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

对创造力的研究已经从“大C创造力”的范式（创造力是

小部分个体的重大突破）逐渐转向了“小C创造力”的范

式（创造力是普通个体对日常生活的不断改进）[10]，我

们需要更多关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防范创造力的负效应。    

2.12.12.12.1....创造力与不道德行为创造力与不道德行为创造力与不道德行为创造力与不道德行为    

关于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造力和不道

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研究结论还缺乏一致性。不道

德行为是指违反了大众接受的道德准则或行为规范的行

为。创造力更多与不服从、反叛、非传统取向联系在一起，

而道德更多与传统、教条、传统取向相联系，这意味着至

少在遵循传统方面创造力和道德是冲突的[11]。Mumford

等人通过对自然科学博士生的调研发现个体的某些创造

性思维技巧与科学决策的道德性之间存在正向联系[12]，

而另一些学者发现创造力会导致不道德的行为的产生

[3][4][13]。Claxton，Craft和Gardner指出有些创造力

体现了自我本位、自我放纵、物质主义，浪费了精神资源

和物质资源[14]。Baucus,Norton, Baucus和Human提出组

织经常用四种手段来促进个体创造力：1）鼓励个体打破

规则和标准的程序，2）挑战权威以及避免传统，3）形成

冲突、竞争和压力，4）鼓励冒险。然而上述每一类措施

都会产生一系列道德问题：哪些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在

什么情况下可以打破规则？员工如何以道德的方式挑战

权威？管理者如何处理不符合道德的挑战？管理者如何

采取道德的方式形成冲突、竞争或压力？在鼓励员工冒险

的同时如何保证道德底线[15]？ 

创造力的道德维度。大部分对创造力的定义从创造力

产生的过程、人格、环境、产品这四个方面来解释创造力，

但没有区分创造力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16]。虽然创造

力是个体的活动和成果，但无法脱离社会支持和道德评价。

很多科学技术（器官移植、克隆）都体现了创新与道德之

间的两难选择。Runco和Nemiro认为评估创造力时，不仅

需要评估新颖性和实用性，还要看创造力背后的意图是否

道德[17]。无论在艺术、科学、教育学、管理学领域，人

们都应该关注创造力的道德问题。由于快速的技术和社会

变革加剧了人类面临的多种困境，我们更有必要关注创造

力的道德维度[18]。Martin更加明确地提出道德创造力

（moral creativity），认为主观追求具有良好道德价值

的创造性才是值得鼓励的[19]。为了区分创造力结果的方

向，学者们提出了积极创造力(positive creativity)和

消极创造力(negative creativity), 还有学者提出恶意

创 造 力 (malevolent creativity) 和 善 意 创 造 力

(benevolent creativity)。Kampylis和Valtanen提出了

一个分析框架，将创造力的结果分为三个维度[20]：1）

创造者的意图，2）对创造者的影响，3）对他人的影响。

这三个维度可以组合为多种情况，可以囊括之前学者的多

种见解：如恶意创造力属于创造者的意图是消极的，对创

造者的影响是有利的，对他人的影响是有害的。关于创造

力道德维度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如何比较客观

的评价创造力的道德维度？加入道德维度会不会将原本

清晰的问题复杂化？这些都是理论家面临的研究难点。 

创造力与不诚实。哈佛大学的Gino教授及其团队在

2012和2014发表了两项关于创造力和不诚实之间关系的

研究，在创造力研究领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认为由

于创造性思维具有发散性和灵活性，创造力可以帮助个体

遇到难题时创造性地发现问题的漏洞，创造力还可以帮助

个体对不道德行为想出合理化理由。Gino和Ariely对广告

公司员工进行了调查，发现处于对创造力需求相对较高的

职位的个体更倾向于作出不道德的行为。在实验中，研究

者控制了个体的智力水平后发现创造力高的个体在随后

的任务（知觉测试、计算矩阵、多项选择）中都表现了更

多不诚实的行为，夸大了实际取得的成绩。当研究者发现

暂时启动的创造力也增加了被试对任务完成结果的不诚

实报告。如果给予个体对不诚实行为辩解的机会，无论是

临时启动的创造力还是创造性人格都对说谎有更显著的

增强作用。Gino和Wiltermuth进一步探索了相反的因果关

系，即不诚实也会增加创造力。实验发现处于诱发说谎条

件下被试比处于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在有更多的不诚实行

为，并在随后的远距离联想测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即便

实验组和控制组完成相同的任务，只是给予实验组的被试

主观说谎的语言刺激，实验组的被试也有更多的说谎行为，

并在随后的创造力测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说谎者的感到

受到的规则束缚减少了，提高了在创造力测试中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Gino等人的研究都是在实验条件下开展的，

虽然研究结果既有趣又令人震惊，但在真实的生活工作场

景中的外部效度还是有待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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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与钻空子。创造力的应用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

当技术手段日益革新、竞争压力日益加大，个体也会采取

创造性的手段钻空子。钻空子虽然不道德，但却不违法。

Wang的研究了创造力和钻空子之间的关系[13]。文中举了

一个例子：为了能够进驻一个限制超市规模的社区，沃尔

玛采取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式：建立两个相连的独立超

市，每个的规模都在限制范围内，这个方案可以巧妙绕过

社区对规模的限制。Wang对90项关于钻空子的新闻进行了

编码分析，发现人们认为钻空子体现了创造力但本身是不

道德的。通过实验对被试的创造力进行启动后，被试更容

易找到钻空子的方法。无论研究者是否在实验中强调了道

德的重要性，启动效应中的创造力依然促进了参与者对钻

空子的选择和对钻空子的积极评价。 

2.22.22.22.2．．．．创造力与犯罪创造力与犯罪创造力与犯罪创造力与犯罪    

创造力与犯罪的关系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1）创造

者的行为或产品被社会认为是有罪的，2）创造的生活方

式被社会认为是有罪的。比如有些艺术家或者作家被关押

不是由于他们的作品，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英国作

家奥斯卡·王尔德因为同性恋，欧·亨利因为负债累累而

被入狱(Brower & Stahl, 2011)。犯罪可能是发挥创造力

的副产品，因为创造力需要突破传统，而对传统的突破有

可能触犯法律。如艺术家为了艺术有可能违反禁忌，而社

会大众需要时间来接纳和包容新鲜事物，因此很多艺术家

都有被监禁的经历(Brower, 1999; Cropley et al., 

2008)。研究表明，高创造力的个体更容易反社会、忽视

权威、我行我素，这与罪犯具有相似的特征(Brower, 

1999)。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高创造力者报告他更容易冲动，

而冲动是犯罪的重要特征(Brower & Stahl, 2011)。

Eisenman (1999, 2007)发现尽管很有创造力的犯罪份子

的确存在，但犯罪份子的创造力并不比常人更高。笔者认

为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高创造力的个体一定比一般个体

的犯罪概率更高，现有的研究证据也不能支持这样的推断，

但在创造力和犯罪之间似乎有某些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相

似特征，这恰恰是学者们努力探索但还没有得出清晰结论

的地方。 

2222....3333．．．．创造力与心理失调创造力与心理失调创造力与心理失调创造力与心理失调    

有研究表明在躁狂抑郁症和创造力之间存在某些联

系(Kéri, 2009; Murray & Johnson, 2010)。高创造力的

个体一般更爱好交际、保持广泛的社会联系、具有显著的

外向性人格，而躁狂抑郁症的患者一般来说也比常人更加

外向。创造力通常与积极情绪联系在一起，而高度兴奋是

躁狂抑郁症患者的主要特征。不仅兴奋可能导致患者表现

出更高的创造力，抑郁也可以帮助患者产生深刻的见解和

体验，因此在躁狂抑郁症的发作阶段患者可以产生更丰富

的艺术创作(Murray & Johnson, 2010; Srivastava et al., 

2010)。大多数关于精神病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

基于临床研究的选择性小样本，因此研究者还不能确定这

些 结 论 是 否 能 适 用 于 普 通 个 体 。 Tremblay,den 

Nieuwenboer和Kish-Gephart(2010)对20,861名成人的调

查表明在有躁狂抑郁症特征的个体在职业选择方面更倾

向选择需求高度创造力的职业（如美术家、音乐家、作家），

这类职业可以帮助他们保持相对自由并避免遵守严格的

控制。Vellante 等人(2011) 选取普通大学生样本发现在

创造性成就量表(CAQ)上得分高的个体在情感气质自评量

表(TEMPS-A)中的某些子量表（易怒、循环性精神病、情

感增盛）中的得分更高。 

2.42.42.42.4．．．．创造力与人际创造力与人际创造力与人际创造力与人际冲突冲突冲突冲突    

高创造力的个体内心反叛规则，他们努力让周围的人

接受他们的想法 (Brower & Stahl, 2011)。然而社会中

大部分人总是服从传统、习惯和固定思维，创新者的思维

偏离和行为偏离有可能在团队中造成人际冲突和任务冲

突。早期的心理学家发现创造力强的个体展现出更多的破

坏性行为(Scott, 1999)，更加自大 (Chan & Chan, 1999)，

有明显的神经质特征(Davis, 2011)，这些负面的品质可

能加剧高创造力个体人际关系的紧张(Li, Poon, Tong, & 

Lau, 2013)。根据同质性原则(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 2001)，有相似特征的个体容易沟通和合作，容

易形成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在一个社会中，适应者总是

占大多数的，因此创新者和适应者之间的差异性会造成信

息歪曲、沟通困难，这将妨碍亲密关系的建立(Janssen et 

al., 2004)。当创新者和适应者一起工作时，创新者偏离

现有标准，而适应者倡导稳定的秩序(Kirton, 1976)，两

类人之间的差异是产生冲突的根源。Janssen (2003)发现

创新性的个体更容易在工作中与同事产生冲突。如果工作

本身对创新者的自我认同很重要，他们与适应者产生冲突

的可能性就更大，与同事的冲突降低了创新者的工作满意

感。然而，笔者认为对于Janssen (2003)的发现需要辩证

地看待，因为同事并不总是抵触变革的，他们也可能欢迎

创造性的想法，特别是组织面临困难或处于新形势中。 

3333．．．．创造力负效应的心理机制创造力负效应的心理机制创造力负效应的心理机制创造力负效应的心理机制    

创造力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将创造力用在不道德的

领域，或者创造力实现的过程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消

极影响。高创造力的个体不遵循传统、有自己的想法、敢

于冒险、不接受外部的约束[21]。教育心理学家发现叛逆

与创造力的正向联系在儿童样本中较为明显，那些在家里

排行中间的孩子一般来说更为叛逆并更有创造力[22]。 

从思维特点上来看，高创造力的个体具有较强的发散

性思维[23]，解决问题时采取思维变异[24]。发散性思维

帮助个体在未产生联系的认知元素之间进行重新组合，思

维的变异帮助个体打破常规并取得意想不到的发现[25]。

发散性思维和思维变异一方面可以帮助个体跳僵化的思

维框架，但也意味着风险、失败、不确定，以及不符合传

统道德观念的结果出现[26]。因此，发散性思维和思维变

异需要适当放松对道德标准的坚持，甚至超出道德约束。

而遵守道德要求个体服从规则、采取聚合性思维，这显然

与创造性思维方式存在潜在冲突。创造性个体还具有思维

灵活的特征，一旦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启动后，个体就更容

易发现不道德的解决方案，并且出于自我保护不道德的行

为进行合理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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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格特征上来看，，，，高创造力者的主观心理状态未

必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健康。学者们曾经猜测高创造力

个体的认知过程与精神病人群有相似之处[27]。从认知

特点上来看，高创造力的个体善于捕捉看似不相关事物

之间的联系，善于跳出现有框架看问题，这种信息加工

模式需要降低大脑的潜在抑制水平。潜在抑制是指大脑

对当前的刺激不是立即加工而是要等待一些时间，而降

低的潜在抑制可以提高个体的感受性、人格的开放性、

思维的发散性。因此，学者们认为降低的潜在抑制水平

可以增加创造力，而降低的潜在抑制水平也伴随着神经

病理学特征的出现[28]]。在临床心理研究中，研究者发

现极有创造力的个体更容易存在情绪失调[29]、精神状

态不正常[30]、躁狂抑郁症[31]。Kéri发现在neuregulin 

1基因中表现为T/T 基因型的个体智力更高并取得更加

出色学术成就，而T/T 基因型也曾被发现是与精神病密

切相关的。除了认知过程和基因方面的机制，高创造力

者的个性和行为特征也可能为自身带来消极影响[32]。

Kirton将高创造力的个体称为“创新者”（innovators），

而将低创造力的个体称为“适应者”（adaptors）[33]。

创新者努力摆脱过去和既有理论的制约，对人际关系不

敏感，可能威胁团队的和谐。适应者试图解决问题而非

发现问题，保持稳定和合作对他们很重要。Janssen认为

创新者和适应者之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创新

者很可能要承受不和谐的人际关系、组织的不接纳、较

高的心理压力[34]。 

 

图图图图1111 James等人 (1999)的模型。 

 

图图图图2222 James和Taylor(2010)的模型。 

笔者认为创造力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认知努力，但过程

和结果都充满了不确定，可能产生的成功或失败[35]。因

此如果大多数研究将创造力定义为过程和结果，创造力的

负效应的确是存在的。即便学者将创造力定义为人格特征，

创造性人格也可能伴随着消极的后果（如不诚实、精神疾

病）。在认识到创造力转化方向的不确定性后，学者们试

图将创造力的正负效应整合在统一的模型中。图1是James, 

Clark和 Cropanzano提出的模型[1]。这个模型主要用于

分析在组织中影响个体创造力向积极或消极方面转化的

因素，以及积极创造力和消极创造力在组织中的表现形式。

他们认为积极创造力和消极创造力的内在动力是不一样

的，消极的情绪和消极的目标将促进个体创造力产生消极

的结果。James和Taylor对Amabile(1996)的三因素模型进

行了修订（图2）[36]，在模型中补充了创造力的目标。

他们认为创造力的目标影响了创造力的动机，然后才影响

创造力的结果。根据目标设定理论，目标对创造力的影响

有四种机制：第一，将注意力和精力分配到创造性活动中；

第二，能量激活的作用（高目标使个体更努力）；第三，

使个体对创造活动持之以恒；第四，通过利用与任务相关

的知识或策略对创造力产生间接作用[37]。 

4444....未来的研究方向未来的研究方向未来的研究方向未来的研究方向    

4.14.14.14.1....认识创造力的道德维度认识创造力的道德维度认识创造力的道德维度认识创造力的道德维度    

创造力的最常用的维度是新颖性和实用性[38]。道德

是否应为创造力的第三个维度？道德困境在很多科学领

域中都普遍存在，如器官移植、DNA研究、原子能技术。

克隆人技术是一项非常有创造力的技术，但却被禁止实施，

因为克隆人技术违背人类的伦理道德。因此，Runco和

Nemiro提出道德应成为衡量创造力的第三个维度[17]。目

前关于道德和创造力的研究还以理论探索、个案研究、以

及实验室研究为主，未来研究者可以探讨以下的研究问题：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创造力结果的道德评价有何差异? 

在怎样的条件下高创造力的个体更容易作出不道德的行

为？教育者如何在创造力训练中增加个体对道德问题的

关注？ 

4.24.24.24.2....创造力与社会疏远创造力与社会疏远创造力与社会疏远创造力与社会疏远    

根据同质性原则[39]，高创造力的个体很可能更容易

体验到社会疏远。社会疏远(social alienation)指个体

感到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与社会脱离的心理状态。社会疏远

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会降低个体的情感承诺、工作满

意感、职业动机、工作努力程度]。社会疏远感最初是由

马克思提出的。由于工业革命将人变成生产机器，蓝领工

人感到社会疏远是普遍的。随后的研究者发现不仅蓝领工

人容易感受到社会疏远，管理者和知识型工作者同样面临

社会疏远的困扰[40][41]。笔者认为高创造力者很可能比

普通个体更容易感到社会疏远。首先，创新者毕竟是组织

中的少数，大多数适应者总是倾向于抵制变革。其次，组

织变革相对个体的改变是很缓慢的。因此，创造性的想法

很多时候无法得到实施。创新者可能发觉他们的创造力没

有发挥的空间，工作缺乏意义[42]，由此产生了社会疏远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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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4.34.3....创造力负向转化的创造力负向转化的创造力负向转化的创造力负向转化的边界条件和中介机制边界条件和中介机制边界条件和中介机制边界条件和中介机制    

关于创造力和不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机制主要建立

在创造力所需的发散性思维和思维的灵活性的理论基础

上。然而思维的发散既可以产生不道德的行为也可以产生

道德的行为，在什么条件下创造力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产

生？Gino和Ariely从个体因素寻找原因,认为那些善于为

不道德行为辩解的人更容易将创造力用于不道德领域。然

而仅仅关注个体因素是不够的，因为创造力的产生和应用

都是社会化的过程，应当结合社会条件因素进行分析。这

些社会条件因素可以是领导的原因（侮虐型的领导、不道

德的领导、变革性领导），可以是社会网络的原因（员工

自身的网络位置影响了道德认同和受到的监督），可以是

社会制度的原因（制度通过制定游戏的规则影响了个体的

道德决策）。在中介机制方面，自我损耗可能是导致创造

力负向转化的中介变量。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指

个体缺少通常所有的资源的一种状态。研究发现如果个体

处于损耗状态，那么自我控制会受到损耗,个体从事不道

德行为的概率增加[43]。处于自我损耗状态的个体容易出

现不良的人际关系，难以应对关系冲突，对抵制不道德行

为诱惑的控制能力下降。我们可以推论从事创造性活动的

个体需要搜索大量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消耗了大量

的智力资源，因此创造力高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自我损耗的

状态，而自我损耗容易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对创造力

负向转化的边界条件以及中介机制的研究可能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可以完善关于创造力负效应的理论。 

4.44.44.44.4....组织情境下创造力的负效应组织情境下创造力的负效应组织情境下创造力的负效应组织情境下创造力的负效应    

关于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以采用实验研究和个案研

究为主，在组织中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较少。实验室研究虽

然严谨、可以判别因果关系，但实验条件下的被试表现未

必能代表真实情形下个体的反应。因此，对组织中员工和

管理者创造力负效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影响

负效应的社会情境。既然高创造力的个体思维更灵活，更

容易偏离规范，那么怎样的组织环境将促使个体创造力被

应用在不道德的方面？组织的道德氛围、行为规范、直接

上级的领导方式都可能影响员工的创造力目标，然后影响

到创造力的动机和创造力的结果。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是

急功近利、忽视社会责任，那么员工很可能将创造力用于

如何欺骗客户而谋求私利，管理者想方设法将生产成本转

嫁给社会。如果直接上级的领导方式是缺乏道德的，那么

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和不满很可能产生对组织的报复行

为。如果个体的创造力在组织中不能受到认可，个体会减

少工作参与度、表现出社会偷闲。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组

织中的个体创造如何产生负效应，怎样的情形下产生负效

应还不清楚。 

4.54.54.54.5....中国背景下的本土研究中国背景下的本土研究中国背景下的本土研究中国背景下的本土研究    

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了创造力受到支持的程度。支持创

造力的文化应该是鼓励自由、容忍不确定性、权力距离较

低[44]，而中国文化恰恰体现了服从权威、集体主义、规

避风险的传统。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处理问题中求同多

于求异，因此高创造力的个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可能要承

受比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更多的社会一致性压力。中国文化

中一些要素被认为是抑制创造力的（如集体主义和权力距

离），也有一些要素被认为是有利于创造力的（如“关系”）。

学者们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如“中庸”）对创造

力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创造力的产生需要

突破习惯思维的禁锢，因而与中庸存在一定的矛盾[45]。

另一些学者认为人们对中庸存在误解，中庸体现个体对理

想之道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创造力的体现[46]。因

此，关于中国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还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的

地方，关于创造力的负效应研究也特别适合在中国的文化

背景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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